六十年的金中情缘

章承鲁 (1952届校友)
1949年12月，我从南方来到南京。翌年2月，考进了金大附中高二春季班学习。本来，我只指望在金中打好高中基础，然后顺利跨进大学之门。没想到从进入这所学校开始，我其后的大半辈子，就和它结上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不但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而且开始了我的革命和工作生涯；在这里找到了我生活的另一半；在这里执行了多次富有意义的工作任务；最后，还被邀请参加这里的校友会理事会活动……前前后后，历经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的缘分，真是情深似海啊！
可是刚进金中时，由于当时特殊的条件和环境，我对它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学校有点乱糟糟的，我所在的高二春季班有时甚至还有“混乱课”；这里经常会出现社会上的反动谣传和流言蜚语；我的一件新呢大衣在口字楼竟被偷了……进校大概一个多月，我就写了一封言词相当激烈的意见书给学校，把来校后的所见所闻、大小意见，一股脑儿发泄了一通。我当时确实曾经产生过转到其他学校去的想法。然而，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学校私立改公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加上老师们认真、高水平的教学，逐渐稳定了我在金中继续学习的心情。
1952年2月，高中毕业考试结束的第二天，班主任赵允文老师约我到学校，对我说：“学校决定了，要你留校工作。如果你愿意，从现在起，你就是学校的教师了。”就这么简单！寒假过后、新学期开学前，我住进了钟楼的单身教师宿舍。1953年7月，我父亲去世，母亲和弟弟回南方老家去了，金中就更成了我的“家”，我成了金中的“儿子”！1956年春的一个上午，周家瑞校长对我说：“教育局来通知，要调你到局里工作。如果没有意见，你下午就去报到吧。”同样是这么简单，我下午就去教育局报到了。50年代初的学子都是这样的，在学校的教育熏陶下，“一切服从需要，一切服从组织”，“为了祖国、人民，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是我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我们都认为，我们曾经从祖国、从人民、从组织那里获得过许多、许多，付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正是这样。从进入金中读书，到留校工作，到离开学校去机关，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四年，可是，我从母校那里得到了许多，接受了许多：

随着社会上政治运动的展开，母校组织我们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大大提高了我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认识，增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尤其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让我从根本上树立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我回顾了自己短短十几年的生活道路，想到了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日寇魔爪下的上海，以及抗日胜利后，怀抱着吉普女郎、开着军车横冲直闯的美军；也想起了沦陷时期的“轧配给米”和胜利后“储备券”、“法币”、“金圆券”、“银圆券”走马灯地不断变换的那些疯狂的“通货膨胀”日子。我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能给我们带来稳定、幸福的生活。基于此，我开始衷心地拥护共产党、靠拢共产党、决定一辈子跟党走。与此同时，学校的政治课，给我们深入浅出地讲授了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我后来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参加工作之后，通过组织教育，我更懂得并立志要终身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1952年夏，我在母校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

母校的老师，大都是挺优秀的。我至今记得并缅怀可以把厚厚的范氏大代数倒背如流的向培豪老师；声如洪钟、发音标准的孙良骥老师；讲起中外史实和年代来如数家珍的王祖锡、王永芬老师；随手在黑板上就能画出准确的中外地图的徐允明老师；还有工作认真，态度和蔼、敦厚的班主任吴云端、黎在诚老师。当然，我更永远不会忘记高三毕业时候的班主任、我后来亲密的同志和战友赵允文老师。这些老师，无论是知识传授、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工作作风，都使我得益非浅。我一直视他们为我的楷模。

母校的同学，在当年，让我感到钦佩、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优点的不少。最突出的当然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王根深、朱祖望、李正邦、陈广田、李朝杰、方光星，他们是全班的光荣和榜样；其他的如：鲍家禄，团支部书记，我的入团介绍人；王恩全、杨荣光、阮治佛，我爱好音乐、文学的同道；李正中、许世杰、许有丰、董明煜、王定兴，都是学习的佼佼者。1951年9月，友校来了一批同是暑假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组成我们新的南京十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班，其中没少思想和学习都很好的“尖子”。毕业后，有25位同学服从祖国需要，放弃高考，直接到了南京师专，决心当中学教师。他们都是多么好、多么值得学习的兄弟姐妹啊！

社会工作和留校工作对我的锻炼，更显示出母校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学生时代，我担任过班委，组织、指挥过校歌咏队，担任过学生会执委，到1951年5月，又接替了郑斌担任的南京学联执委的职务，这样，一步步提高了我的活动能力、工作能力，也提高了政治水平。留校工作对我的磨练更大。当时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栽培，可以归纳为“压担子”和“手把手”六个字。第一个学期，我当初一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政治、历史，还负责编、写工会的黑板报，对一个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年新手，任务不能说不重；第二个学期，我改任了一个新招的“工农班”的班主任，学生大部来自于生产劳动第一线，年龄比我大，而文化水平既低且参差不齐，领导的要求是，以“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把他们带好、教好。这对19岁的我，也是挺不容易的。这一年的年底，我被调任人事秘书。当时，我是人事秘书、行政秘书双肩挑，既要管理教职工的人事，又要了解学校的全面工作。学期、学年都要各写一份全校的小结、总结报告，从起草到誊清、复写、上报，都是一个人“包办”。同时，还担任了教师团支部书记，负责工会组织的校工学习和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管理。1955年夏天，我又被调任主持工作的团总支副书记兼教导处负责教学管理的教导员。工作要求我深入教研组、班级、团支部，甚至深入逐个去做师生的工作。这四年，我确实被沉重、多变的担子压得气喘喘的。可是，母校领导干部各自身上的优良品格——刘开荣同志的优雅亲和，李震同志的宽容忠厚，王佐周同志的真诚协作，周家瑞同志的带头苦干，洪大中同志的严于责已，郑斌同志的老成稳重，还有赵允文同志的严谨细致，感染、启发、鼓励了我坚持挑起担子，不时想着：我要为祖国、为人民、为学生、也为回报学校，多做一点、更多做一点。他们日常的关怀，随时随地的指点，更让我刻骨铭心。赵允文同志在校期间，自始至终是我工作和学习的指导老师；教导主任何锡嘏同志经常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发挥学校新生力量的作用；李震同志更是无时无刻、事无巨细都手把手地带领着我的好领导、好同志。我在母校四年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倾注了他们的挚爱感情和辛劳汗水。

自从离开母校，在工作中，我时时记起母校教导我为人处事的道理，也时时想到应当为母校做些什么，回报些什么。初期，我差不多每周都会回学校去看看。尤其1958年我和须同瑚结婚，我这个母校的“儿子”，又成了母校的“女婿”，关系就更密切了。我在教育局期间，主要都是承担视导工作，这让我有许多机会回到母校，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和“横向交流”的沟通工作。

在这建国60周年的前夕，在倾诉自己与母校的60年情缘之余，我衷心祝愿母校：为研究、总结、继承和发扬金陵中学的优良传统不懈努力奋斗；为探索、实践科学发展的教育规律、理念、途径和方法更上层楼；为准备实现国家施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愿景走在前头；以实现“人才摇篮”、广育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业绩享誉全球.

祝愿母校永葆美妙青春，名垂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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